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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始终是其追求的核心目标袁而刑事错案
的产生既是人类认知局限性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认知偏差袁也是两种核心目标在价值权衡上
的失范所造成的恶果遥 对于刑事错案成因的解读与防治体系的构建也应在区分案件事实与客
观存在的基础上袁寻求在具体案件之中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的平衡遥 证据是认定事
实的客观依据袁 而作为兼具发现属性与证明属性的刑事证据也自然成为刑事错案研究的重
点遥 对于侦查活动而言袁虽然其并不处于刑事错案形成的终局阶段袁但无论是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还是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袁对案件事实认定以及法律的选择适用都依赖于侦查阶段所形
成的案件自然事实认知和通过证据所呈现的司法认知袁侦查环节的源头效应往往使其处于错
案防治的核心地位遥 在证据之镜理论下袁侦查人员借由证据所映射出的案件事实偏差往往成
为错案的本质诱因遥 通常意义而言袁刑事错案的认知错误随着刑事程序流转表现为形成偏差尧
演绎故事和固化认知三种形态遥 透视错案的本质根源袁证据作为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根
据袁其在客观上证据总体数量的短缺和单一证据真实性的存疑以及主观上对证据错误解读所
形成的认知偏差成为诱发侦查环节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本原因遥 而从侦查中心到审判中心的诉
讼改革实际上要求侦查机关以证据中心的视角审视刑事案件侦办的整体过程袁 推进侦查工
作尧采取侦查措施均需要以证据为依据遥 因此袁应在证据中心视域下结合侦查机关实践办案模
式对于错案成因进行解读遥 通过对已公布的错案案例中致错原因的量化分析袁总结不同致错
原因在侦查活动中表现形态以及相互之间的行为关联与事实关联遥 以侦查活动的阶段性为依
据袁从事实认定模式尧查证负担分配以及证据体系构建上探究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遥 最终
在不同的侦查阶段袁以证据为中心构建侦查环节的刑事错案防治体系遥 将错案治理由目前的
刑事诉讼法视角下的规制模式转化为侦查视角下的疏导模式袁在确保前证充分尧供证合法尧印
证完善的前提下袁从证据中心视域对刑事错案进行实质意义上的侦查学考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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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提出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始终是其追求的核心目标袁如何平衡保障人权之
程度与发现真实之效能成为刑事诉讼法研究面临的首要难题遥 而刑事错案的产生则是上述问
题的集中展现袁于发现真实而言袁刑事错案将无辜的公民置于司法裁判的客体之上袁并无客观
真实可言遥 于保障人权而言袁国家公权力对于公民人身自由尧生命健康权利的侵犯具有不可挽
回性和不可补救性遥 每一起刑事错案的背后袁都有着对无辜公民基本权利无限制地剥夺与干
预遥 因此袁在任何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刑事错案的成因与防治都是一个不可回避却又难以
释明的问题遥 若将刑事错案置于社会发展变革的进程中来审视袁一方面刑事错案的产生与国
家治理理念尧司法文明程度尧刑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袁绝大部分错案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完备
的司法系统而予以纠正的曰另一方面袁基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袁自然事实与司法事实的转化并
不能做到完整的镜像对应袁总有部分案件始终处于证据不足袁事实不清的模糊地带遥 即使在一
个法律体系完备袁法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袁对于刑事错案的产生仍难以达到完全的规制袁这
也说明了刑事错案产生的必然性遥 因此袁基于不同理论研究视角和对错案实质内涵的不同理
解袁目前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也呈现出各具特点的思维路径袁或立足于认知哲学尧心理学的视
角阐释刑事错案中事实认定错误的成因袁并提出相应的思维纠偏举措淤遥 或以司法程序中的错
案纠正为视角袁意图通过程序控制规则的完善来形成刑事司法程序下错案的预防与纠错体
制于遥 总体而言袁任何一起刑事错案的产生都是对司法公信力的巨大打击袁刑事错案的治理程
度也往往被视为司法文明程度的风向标遥 以刑事错案的样本袁对于其致错原因尧形成过程以及
防范体系的分析袁其实质在于对整个刑事司法程序的合理性尧有效性反思遥

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袁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
枝上的[1]遥 虽然侦查环节所出现的错误并非终局性尧不可逆转的错误袁但侦查活动所特有的案
件认知亲历性以及错误形成的源头效应袁使得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所形成的事实认
定绝大部分都来源于侦查阶段所呈现的基础事实遥 过于精密的侦查工作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后
续环节的敏锐度降低袁经过侦查错误认知所野裁剪冶形成的案件事实往往难以通过司法审查推
翻袁这也是目前公布的刑事错案所表现出的共同点遥 因此袁侦查环节所出现的错误是导致刑事
错案产生的最关键原因袁而从目前对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研究来看袁虽思维进路各有不同袁
但通常会达成一种共识袁即每一起错案的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袁刑讯逼供的产生与错案
的形成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袁进而通过对刑讯逼供形成机理的深入研究袁总结出侦查实践工
作中的供证办案模式以及口供中心主义倾向是侦查环节错案产生的巨大诱因[2]遥 这种理论野共
识冶成为诸多错案研究的基础遥 在上述逻辑论证体系中袁刑事错案的产生往往表现为供证不合
法与印证不完善的二元结构遥 因此袁关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研究往往最终落脚于针对供证
二元结构的论述与分析遥 整体表现为两种研究路径袁其一是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依托袁从非
法言词证据尧非法实物证据的表现形式和排除模式出发袁针对野供证冶与野物证冶的真实性尧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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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分析袁意图从证据排除的视角审视侦查环节证据链的形成过程袁以达到错案防治的目
的袁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是围绕着证据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真实性而展开的遥 其二则是
以印证理论为依托袁针对野供冶与野证冶之间的印证关系袁判断其对于案件事实的证明程度是否存
在或然性遥 其中既涉及到对于目前印证理论的反思又附带着对诸如隐蔽性证据等特殊印证的
讨论袁其重点则落脚于分析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完善以及对侦查终结时证据体系完备与否的
审查之上遥

诚然袁上述研究对于刑事错案的成因分析与防治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袁但也不乏有
值得商榷之处遥 在研究视角上袁目前关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研究隐含着一个前提是野若侦查
机关依法办案袁严格收集审查证据袁绝大多数刑事错案是可以避免的遥 冶但这种理论的设想却
难以经受住侦查实践工作的检验遥 对于侦查工作而言袁任何一起刑事错案其实都是复杂疑难
案件袁如何基于侦查工作的视角寻求疑难案件的侦破路径对于错案的防治更具有实践重要意
义袁这种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化实质上是对刑事错案防治由野堵冶到野疏冶的思维转变遥 在研究内
容上袁目前的研究通常过于重视对侦查环节中供与证的理论分析袁仅将侦查活动定位于刑事
诉讼程序中的一环袁而缺乏对于侦查实际工作的探讨与研究遥 整体上袁基于认识论的刑事错案
研究袁往往过于抽象而难以转化到具体侦查模式之上遥 而基于具体侦查程序的研究袁则又过于
规则化从而忽视了侦查活动的经验性与实践性遥 两种研究在各自独立的领域著述颇丰袁但总
体上缺乏在将认知理论与具体程序进行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袁对侦查环节刑事错案形成由理论
到实践尧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遥 实际上刑事错案的产生并非证据本身让人确信袁而是侦查人员
的怀疑吸引证据最后达成自我认知的实现遥 在倡导文明执法尧规范执法的时代背景下袁刑事错
案研究样本的滞后性使得既有研究对于侦查实际工作的理解不免有失偏颇袁而所谓的供证模
式亦不过是对于侦查模式的固化理解遥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在于证据袁无论是侦查尧审查起诉
还是审判都是围绕着取得证据与评价证据而展开的袁在倡导野以审判为中心冶理念袁推进庭审
实质化改革的进程中袁虽然侦查中心理念以及侦查决定型刑事诉讼模式所引发的诸多弊端成
为目前改革的重点问题遥 但在单轨制侦查的模式下袁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仍未改变侦查环节
在证据收集上的核心地位遥 基于此袁本文意图在对目前已公布的 30起刑事错案进行实证分析
的基础上袁通过总结其致错原因以及不同原因之间的逻辑关系遥 以证据中心为架构从侦查环
节的事实建构尧侦查行为的查证负担尧证据体系的整体构建上反思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袁
并以此形成相应的错案防治机制遥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进程中形成证据中心与审判中
心的有机衔接袁从侦查学视角下针对刑事错案的进行成因研究与防治体系构建遥

二尧证据中心视域下侦查环节刑事错案成因的实证分析

刑事错案并非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遥 在司法经验上一起案件是否错误袁取决于后续的
司法程序是否否决了前者所作出的决定遥 但与此同时袁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借由后者来判断
前者的错误是富有流动性且极易改变的遥 在侦查要审查起诉要审判的诉讼流程中袁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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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都有被否定的可能性袁 也由此衍生出各个环节各自迥异的刑事错案成因分析遥 而侦查环
节的刑事错案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刑事错案研究在概念范围上存在差异遥 首先袁 在错案的基
础构成要素上袁我国立法将刑事错案分为事实认定上的错案与法律适用上的错案两种袁但侦查
环节并无法律适用的理论空间袁因此侦查环节的刑事错案主要体现为事实认定层面上的错案遥
其次袁侦查环节的刑事错案主要反映的是在侦查过程中所形成的错误袁这种错误虽然并非终局
性的袁可以通过审查起诉环节的不起诉决定尧审判环节的无罪判决而予以纠正遥 但不可忽视的
是在单轨制侦查模式下袁错误的案件在审查起诉环节尧审判环节得到纠正并不是卸除侦查环节
事实认定错误责任的正当理由遥 基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袁 对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成因的实证
分析在研究样本选择与致错原因的设定上应与目前的错案实证性研究进行区分遥

渊一冤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类型化界定
概念是法律构造的工具袁 亦是法律体系形成的基础遥 概念的抽象性往往使其能够涵射整

个行为的指向对象袁具有高度的凝练性遥 但对于刑事错案而言袁其标准界定的复杂性使得任何
试图将其特定化的定义都面临着不同价值理念的冲击遥 概念的抽象性所形成的极度的语言精
密性只能达到极度的内容空洞化与意义空洞化的目的[3]遥 而类型所具有的边界不确定性尧鲜明
层次性尧各元素之间的流动性与灵活性的特点[4]袁使其对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具有重要意
义遥 借助类型化思维有利于明晰法律概念袁 使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与案件事实的准确对
应遥 因此袁对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种类应依据类型化思维对其进行划分遥

有学者指出侦查环节刑事错案其主要表现形式为院侦查终结后对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移送作相对不起诉决定或将不应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侦查终结并移送审

查起诉[5]遥 在此种划分下侦查环节刑事错案则可以细化为法院宣告无罪案件尧检察院审查决定
不起诉案件尧 补充侦查后侦查机关撤销案件三种形式遥 虽然此种划分将实质性错误与程序性
错误均囊括其中袁但在对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界定上种类过于泛化袁不免模糊了对于刑事错
案的本质认识袁也不利于有针对性的对侦查环节刑事错案进行类型化研究遥

从刑事错案的纠正方式上看袁目前的刑事错案主要分为两种纠错方式遥 其一袁是亡者归来
或真凶归案式纠错遥 这种纠错方式的启动契机往往并不来自于司法系统内部审查纠错机制的
野自查冶遥一般表现为侦查环节对于案件性质尧犯罪嫌疑人身份产生了错误认知袁在审查起诉尧审
判环节并未得到及时的纠正袁最终形成刑事错案的司法结局袁刑事错案的纠正方式多为证实
的无罪判决遥其二袁则是疑罪从无式的纠正遥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的证据链形成不完
全尧证据指向性不唯一尧关键性物证缺失所导致的有罪供述在缺乏其他客观证据佐证的情况
下袁真实性难以认定袁从而根据疑罪从无原则所作出的无罪判决遥 此种刑事错案并不能从根本
上证实被告人没有作案袁 而是基于人权保障视角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事实不予认定遥 从上述
两种刑事错案的纠正方式来看袁根据无罪判决所依据的原因袁从错案所造成的实质危害性以及
证据结构的证明可能性袁 对侦查环节的刑事错案进行类型化界定能够有效限制刑事错案的范
围袁避免刑事错案概念泛化所造成司法资源过度浪费的弊端遥 因此袁侦查环节的刑事错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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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已经证实无罪的刑事错案和难以证伪的疑罪从无刑事错案两种遥
渊二冤实证分析中错案的样本选择依据
从既有研究来看袁针对具体个案或刑事错案群体的实证分析已经是错案成因研究的重要

手段遥 而目前实证研究在样本选取上大多是基于重大案件的定性分析袁在刑事错案涉及的案
件性质上则多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杀人案件遥 但刑事错案的案件种类不局限于命案袁案件危害
程度也并非重特大案件所能涵盖的遥 在 2018年 3月 20日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表决通过的
叶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曳 中表明院野在坚决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的进程中依法纠正重大冤假
错案 39件 78人袁对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据罪刑法定尧证据裁判尧疑罪从无原则宣判无罪的 2943
人遥 冶可见在宣判无罪案件中仍存在着许多非命案型案件遥 因此袁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并不局限
于已经得到广泛关注的重特大冤假错案袁而是通过对于既有已经宣判无罪的刑事案件的分析
筛选袁将研究样本的类型扩大化遥

1.样本案件类型上分为命案错案与非命案错案
本研究在研究样本上是由 20起命案错案与 10起非命案错案所共同构成的遥 首先就命案

错案而言袁命案侦查作为刑事侦查的重点工作袁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遥 命案能否及时尧有效尧准确得予以侦破袁成为无论是国家公权力还是社会舆
论所关注的重点遥 从野命案必破冶到野命案不错冶的理念转化袁其势必影响到侦查取证工作的实
践样态遥 而对于无辜的公民而言袁命案案件往往意味着长期或永久剥夺基本权利的刑罚以及
强烈的社会舆论遥因此袁命案错案作为侦查环节错案研究的样本具有典型性遥其次非命案错案
对于错案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遥 随着司法文明的进步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冤假错案的高度关
注袁命案类的刑事错案研究样本距今大多十年左右袁其往往并不能有效地反映现今侦查工作
的实践情况袁可以说随着刑事技术发展以及相关证据规定的完善袁命案类刑事错案的持续减
少是可预期的遥因此袁本研究选择了 10起近年来发生的非命案错案作为研究样本袁以增加实证
分析结果的时效性遥

2.样本案件的改判上分为确证无罪改判与疑罪从无改判
在 30起样本案件中袁因出现真凶或者被害人出现而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有 11起袁占样本

总体数量的 36.67%遥 而其中因证据不足或证据存疑袁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
有 19起袁占样本总体数量的 63.33%遥 两种改判理由间接反映了刑事错案纠错依据的转变遥 从
案件判决时间来划分袁真凶归来或被害人出现的案件多为 2000年以前袁而根据疑罪从无尧有利
于被告人原则所形成的无罪判决多为 2012年叶刑事诉讼法曳修改之后遥 可以说明袁野疑罪从无冶
原则的贯彻力度不断强化袁并日益成为防治刑事错案的野利器冶和野抓手冶[6]遥

渊三冤侦查环节刑事错案致错原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公布的刑事错案进行梳理袁并依照案件发生地尧案发时间以及案件性质

初步筛选出 30起无罪判决的案件袁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裁判文书袁总结出具体刑事错
案在侦查环节的致错原因遥 详见下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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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致错原因分析

1.侦查环节刑事错案致错原因的关联性分析
任何一起刑事错案的产生都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导致的袁错案形成的背后有其复杂的致错

原因系统遥 其中单一的致错因素本身对于刑事错案的形成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袁但侦查环
节作为刑事案件事实构建的核心环节袁相较于审查起诉与审判环节中以案卷材料为主的案件
事实认知过程袁其对于案件事实的建构路径并不唯一遥 侦查活动的发散性思维使得无论是实
施具体侦查措施还是形成相应的事实认定袁都呈现出相互行为之间的高度关联性袁不同的致
错原因在侦查环节之中也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逻辑体系遥 通过上表对选择案例中的非法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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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侦查行为的数据统计袁笔者得出了一个基本的数据情况院涉及非法询问的侦查行为占到
案件总数的 46%曰侦查过程中无罪证据被忽视的占到案件总数的 73.3%曰鉴定存疑或错误占到
案件总数 73.3%曰现场勘查存在问题为案件总数的 86.6%遥 作为理论关注重点的非法讯问则占
错案案件总数的 80%遥 而结合具体案例来看袁以陈某抢劫案为例盂作为我国首例直接引用野疑
罪从无冶原则判决无罪的案例袁决定陈某无罪的关键原因在于两件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物
原物被侦查机关遗失从而导致了证明陈某犯罪的客观证据缺失袁这成为本案证据链条上不可
补救的硬伤遥 相同的情况在雍某故意杀人案件中也有出现榆袁在雍某案件中侦查机关并未对现
场唯一能够证明被告人存在的证物进行同一认定袁致使证明案件的证据链条断裂袁无法形成
有效且唯一性的证明遥

将上述非法尧不当侦查行为置于具体的侦查流程来看袁传统意义上侦查活动通常以刑事
案件的受理为起点袁在经历了基础侦查尧深入侦查尧终结侦查三阶段后袁最终在形成完整的案
件认知及证据体系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遥 现场勘查问题尧非法询问以及讯问前的司法鉴
定多处于基础侦查阶段袁非法讯问以及讯问后的司法鉴定则多表现在深入侦查阶段袁无罪证
据被忽视则体现于侦查终结环节中的证据体系形成之上遥 因此袁在刑事错案的致错因子分布
上袁 基础侦查所出现的非法尧 不当侦查行为占总量的 90%袁 所引发错案数量占样本总量的
93.3%遥 深入侦查阶段的非法尧不当侦查行为占总量的 83.33%袁引发错案数为 86.67%遥 在不同
行为之间出现的相似度上袁基础侦查阶段的现场勘验问题以及鉴定错误与深入侦查阶段的非
法讯问行为呈现出高度的关联性袁并且这种关联性所引发的错误认知和存疑的证据也并未随
着案件的深入而受到后续环节的质疑遥 具体表现为在侦查终结环节相关无罪证据被忽视袁存
疑证据也并未得到有效审查遥 这种错误的关联最终形成了证据之间的虚假印证袁错误案件被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遥

诚如之前研究结果所表明的袁每一起刑事错案的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遥 而上述的数
据也体现出每一起刑讯逼供的背后都有着关于司法鉴定存疑袁非法询问袁现场勘验简单化尧遗
漏关键性证据等基础侦查活动错误以及后期证据印证失效尧证据审查规则虚置的问题遥 在上
述案件中袁不乏有被害人尸体身份在尚未得到确定或未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形下袁侦查人员
就根据初期的简单排查盲目开展讯问活动的现象遥 对于处于深入侦查阶段袁以收集信息为导
向的侦查讯问而言袁讯问活动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前期证据的指引袁也需要与后期证据形成有
效印证遥而在上述案件中侦查讯问被异化为获取证据尧突破案件的唯一手段遥从国外的讯问实
践来看袁侦查讯问的有效展开需要大量的前期活动为依据遥 美国在其讯问手册中规定院野在实
施任何询问或讯问之前袁侦查人员必须掌握开展侦讯活动所必需的背景情况信息袁即案件事
实信息遥 与此同时警方必须严格遵守在时间和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袁必须在对某个案件进行充
分调查后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袁而不是在调查前就进行审讯的原则遥 冶[7]若以上述原则

审视本文所列出的刑事错案袁可以发现其在讯问前无一对案件进行了充分调查遥 在案件事实
尚未明朗袁关键证据缺乏的情况下袁刑讯逼供的产生或是基于经验主义所带来的确证偏见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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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案件事实情况掌握不足袁常规讯问无法获得有效信息的情形下袁侦查人员为防止侦查僵局
的出现袁寄希望于通过刑讯逼供以获取案件的突破遥 两种刑讯逼供的产生基础均是由于在基础
侦查阶段中并未重视现场勘查尧询问调查等侦查活动的重要性袁致使重要案件信息被遗漏尧关
键性物证遗失或丧失鉴定条件遥 在案件事实分析不清尧证据收集不足的情况下袁侦查活动缺乏
必要的抓手与客观依据袁基于主观经验而展开的侦查讯问自然难以保证其证据获取的准确性遥

2.错案事实类型的二元化与供证模式的关系
所谓的供证模式是指侦查机关在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后袁立即讯问犯罪嫌疑人遥 并根据

口供中所反映的案件线索来寻找袁获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来完成对犯罪的证明过程遥 按照既
有研究的逻辑进路袁即公安机关按照野由供到证冶的侦查模式袁根据摸排得来的第一信息对重点
犯罪嫌疑人作有罪推定袁进而逼取口供袁由供到证袁野锻造冶成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体系[8]进行分

析的话袁会发现侦查环节的源头错误在于错误确定犯罪嫌疑人袁而非供证模式中的刑讯逼供遥
以犯罪嫌疑人确认为视角袁上述 30例案例的前期侦查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院一种是

有待确认型案件虞袁即犯罪事实在侦查初期比较清楚且有线索指向犯罪嫌疑人袁但仍需要证据
予以确认的案件遥 另一种则是有待调查型案件愚遥 即在案件侦查的初始阶段既不知道犯罪事
实袁也不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自然身份和作案的方式手段遥 具体而言袁在第一种案件中袁侦查人
员在未对物证进行充分收集的情况下袁仅凭借受害人之前搭乘过犯罪嫌疑人的车辆就初步锁
定犯罪嫌疑人并开展讯问袁 忽视了对犯罪现场物证的提取固定以及对受害人指甲间的 DNA
进行鉴定比对遥 而在第二种案件中袁公安机关则是在尚未确定尸体身份的情况下盲目开展侦
查袁对涉嫌犯罪人员进行侦查讯问袁从而引发了刑事错案的产生遥 若从供证模式到证供模式的
学理反思来看袁对于这两种案件都应采取一致的侦查路径袁即在收集到足够证据情况下方可
对相关嫌疑人展开讯问遥 但对于有待确认型案件袁侦查机在案件初期优先控制犯罪嫌疑人并
采取侦查讯问于侦查效率而言无可厚非袁由证及供的侦查模式实际上是人为地增加此类案件
的侦查难度袁也并未降低侦查讯问中指供尧诱供的风险遥 只有对有待调查型案件而言袁证供模
式才与实践工作相契合遥 在此类案件中侦查机关面对的通常是案件信息丰富的现场袁犯罪现
场勘查以及确认死者身份是侦查的首要工作袁只有在充分判明案件性质尧收集相关证据的基
础上侦查工作才能有效推进遥 因此袁无论是由供及证还是由证及供袁两者位置顺序的调整并不
是刑事错案防治的关键因素遥 如何将供与证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结合起来袁一方面通过作为认
知事实的供与证所提供的有效信息指引侦查实践活动袁 推动侦查人员准确建构案件事实曰另
一方面则通过作为证据的供与证在不同侦查阶段之间的印证袁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袁对于侦
查环节刑事错案的防治更有实践意义遥

三尧证据中心视域下侦查环节错案的成因分析

如果单从国家追诉犯罪效果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刑事程序袁侦查毫无疑问地是整个程
序的中心[9]遥 而程序中心的理论地位袁实质上也说明了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袁国家公权力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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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私权利的冲突于侦查程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遥 因此袁 无论是作为刑事案件证明前置准备环
节还是作为追诉犯罪尧收集证据中心环节的侦查工作袁都必须恪守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袁摒除
主观上的有罪推定倾向袁 形成以证据为中心的侦查取证模式遥 而在目前基于证据视角对侦查
环节错案成因分析研究中袁错案的成因仍落脚于野口供中心主义冶袁但对于侦查活动而言袁野供冶
与野证冶并非孤立存在的袁实际上野供冶与野证冶在证据收集尧案件证明的不同阶段是相互联结尧互
相印证的遥 这种联结与互动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尧形成证据体系都起到指引与纠错的作用遥 因此
基于野供冶与野证冶在侦查活动不同阶段上的作用袁解析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袁也不失为一种
逻辑进路遥

渊一冤事实构建上院证据形成的客观机制和主观能动性不足
从侦查前期活动来看袁其对于案件事实的形成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遥 因此袁对于

基础侦查阶段错误成因的分析袁也可二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体系[10]遥 在客观层面上袁由于侦查
人员在基础侦查阶段缺乏证据意识并未将刑事案件的构成要素置于证据收集的主导方向遥 一
方面导致了对于案件事实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证据难以被发现袁重要的物证与人证遗漏尧遗
失曰另一方面袁证据客观化的形成机制不足也使得相应证据无法被有效转化袁证据形式上不合
法遥 而在主观意识层面上袁 基础侦查阶段对于既有证据的分析研判不足使侦查人员在缺乏对
案件结构要素的正确认知的情况下袁寄希望于以口供串联证据体系袁最终诱发了供证模式下侦
查环节刑事错案的产生遥

1.证据客观化形成机制不足袁前期证据短缺现象严重
侦查活动是围绕着案件事实展开的袁案件事实并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袁而是一个歧义颇多

的术语曰在不同语境中袁事实的含义是不同的曰若不将野事实冶置于相应的语境中袁其含义是不可
能被确定的[11]遥 而从证据语境来看袁对于任何一起案件事实的证明需要主观与客观尧直接与间
接的相互印证遥 从目前已被揭示的刑事错案来看袁 侦查人员对于案件事实的错误认知并非一
次性形成的袁而是在侦查程序的流转递进中不断演绎尧加深并最终固化形成遥在这个过程中袁虽
然每次错误的形成都是相互印证的袁但常常表现为野经验冶与野嫌疑冶尧野偏见冶与野证据冶这种生活
化尧经验化的印证袁并非证据法视角下的印证遥虽然侦查是一项极具社会实践性的活动袁经验在
案件侦破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但经验也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袁 经验需要在证据
所形成的逻辑范围内才能准确地发挥其作用遥因此袁侦查环节错误印证之源头并非野虚假口供冶
而是客观性证据的不充分遥 证据客观化形成机制不足所导致的证据短缺问题是导致侦查环节
刑事错案的源头遥

通常情况下袁侦查人员在案件初期往往都会面临着实物证据数量短缺的现实困难遥实际上
无论是有待确认型案件抑或是有待调查型案件袁 侦查讯问的启动往往都是侦查人员建立在局
部已知的条件下去寻求既有信息的确认和未知信息的获取遥 而对于局部已知而言袁 理论上可
以认为无论侦查人员在任何时候发现犯罪证据尧侦查线索都会立即采取措施来获取袁而不会等
到讯问之后才进行袁因为证据本身不但可以用来证明犯罪袁而且还是讯问的重要武器遥因此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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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假设侦查机关在讯问之前已经穷尽了一切侦查线索和取证可能遥 而讯问后的取证行为
则是基于认罪提供的线索产物[12]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袁从上述 30例刑事错案中可以发现袁刑事
错案的发生地点多较为偏僻且缺乏必要的目击证人袁侦查取证的客观环境制约了前期侦查活
动的展开遥 物证提取技术以及监控水平的落后直接制约了案件前期证据的收集工作袁使得上
述案件在侦查前期往往因缺乏必要的证据而陷入僵局遥 所谓的案件突破口则大多来源于在摸
底排查过程中的疑似信息袁通过侦查人员基于办案经验对疑似信息进行分析推理来锁定犯罪
嫌疑人并进行讯问遥 囿于日常监控资源的匮乏以及物证检验提取技术的局限性袁侦查机关在
缺乏必要证据收集手段的情况下袁在基础侦查阶段收集证据的数量与质量均为变量袁侦查讯
问后的证据收集也并非基于讯问内容而得来的遥 建立在如此不利条件下的侦查讯问袁决定了
其价值与功能释放的绝对有限性[13]遥

2.侦查思维的理念模式简单固化袁对已有证据信息深挖不足
日常监控体系的缺失以及现场勘查工作的局限性虽然成为前期侦查僵局产生的诱因遥 但

随着信息化尧数据化的发展袁侦查情报体系日益完善遥 加之物证技术的进步发展袁其致错因子
的重要性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袁 但刑事错案并未如预想一般通过技术的进步而得以消减遥
因此袁侦查僵局或讯问僵局的解决并不是由提升证据客观化生成机制的一元化解决路径所构
成的遥 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即使依托于科学技术袁也无法实现案件相关证据的全面
收集袁更何况在融合了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认知中袁案件事实的形成实际上是从
知识的建构到事实建构的逻辑进路遥 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是以认识的相对性理论作为基础
的袁通过法律程序所作出的一种事实上的推定遥 同时袁人在具体实践检验时的相对性也决定了
诉讼认识只能达到相对真实 [14]遥 因此袁侦查思维模式的引导判明作用对于侦查前期活动也具
有重要作用遥

任何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都必然以一定客观事实为基础袁而具体的案件事实则是由行为
人尧受害人和涉案物品在特定的时间尧空间内运动所形成的遥 在案件事实建构形成过程中袁也
必然以人的轨迹尧物的轨迹以及人和物结合的轨迹为案件事实的基础要素遥 而对于三种轨迹
结合与分离的分析袁则成为侦查思维的基本构成要素遥 侦查活动要做到查明案件事实袁达到
证明确实充分的程度袁 必须在充分收集证据的基础上揭示证据之间关联袁 做到排除合理怀
疑袁并最终建构起证明案件事实的整体结构遥 在目前的侦查思维中袁对于三种轨迹以及轨迹
所形成的证据分析袁基本上表现为野猜想要证实冶的思维方式遥 对于侦查猜想而言袁其主要是
运用归纳概括的思维方法袁是一种夹杂个人经验的以高度盖然性为基础的经验思维遥 而证实
则是在对依循猜想所形成诸多可能性查验的过程中袁 发现与猜想吻合的客观证据所形成的
证实遥 这种侦查思维方式是基于长期侦查工作所形成袁对于迅速推进案件尧寻找犯罪嫌疑人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但经验往往也裹挟着的巨大风险袁在案件的快速推进过程中袁侦查
人员往往将精力倾注于野发现犯罪嫌疑人冶而忽视了野证明犯罪事实冶的重要性袁使得本应在
案件初期查证的事实证据并未得到及时处理袁对已有的证据信息深挖研判不足遥 这种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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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导致了案件事实在初期形成就面临着巨大的错误风险袁 相关证据信息随着案件的推进
也失去了查证的机会遥

渊二冤证明过程中院查证负担后置袁并未形成案件的证明梯度
侦查活动的本质袁与已经粗略定型的审判行为有别袁本来就具有向未来开展的形成性遥 有

效的侦查必须赋予侦查者对于侦查措施的选择余地袁留给侦查者相当的形成空间袁以应付五花
八门的犯罪形态袁此为侦查程序之自由形成原则[15]遥 而所谓的侦查程序之自由形成原则在侦查
阶段案件证明上则表现为证据收集与案件证明的自由形成遥 我国对于侦查工作并未要求在基
础侦查阶段尧深入侦查阶段尧终结侦查阶段形成相应的证明梯度遥 而是借由拘留尧逮捕等强制措
施审批中的证明要求来达到对侦查证明过程的限制遥 但这种限制实际上仍是以具体强制措施
适用为主袁对于案件证明而言仅是一种条款性的粗放设置遥 这也就决定了侦查人员在侦查措施
的选择上倾向于运用能够获取更多信息的讯问措施遥 虽然以干预权利性质为划分依据的概括
性侦查措施的有效施用对于前期侦查活动的展开大有裨益袁 然而在证据收集上由于立法规定
的粗放型导致在不同侦查阶段之间的证据量差加大袁 本应属于基础侦查阶段的查证负担往往
后置于深入侦查阶段的侦查讯问之中袁获取证据的巨大压力自然使得个体有罪推定成为常态遥

从上文对于刑事错案的分类来看袁刑事错案大致上分为有待查证型与有待确认型两种袁分
别对应侦查模式中的野由人到证冶和野由证到人冶遥 在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倾向于将野人冶与野供冶等
同袁认为上述两种侦查模式与所谓的野供证模式冶和野证供模式冶并无区别遥但对于讯问犯罪嫌疑
人工作而言袁其展开应该有一定量的涉嫌证据袁涉嫌证据具有侦查假说的逻辑指向性袁它们是
指向具体犯罪嫌疑人的材料[16]遥所以由人到证的过程中具有犯罪嫌疑的人并不唯一袁由人到证
中的野人冶也不必然转化为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冶遥 然而在实践工作中侦查人员往往忽视前期侦
查工作对于讯问的重要性袁整体侦查环节以野发现人冶为重点袁后续野证明事冶则依托于对于犯罪
嫌疑人的讯问之上遥 这种动力定型的侦查模式使得无论是案件证据总体量的获取抑或是对于
案件具体事实的证明均置于侦查讯问之中袁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侦查中缺乏实物证据作为调
查线索或部分实物证据因取证规范性差而难以以证据形式呈现的现实局面袁 侦查讯问中出现
的问题自然成为刑事错案的显性致错因素遥

虽然任何一起案件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并不相同袁 对于证据数量以及质量的要求也各有差
异遥 然而其势必存在一定的条件限制袁 即当一起案件于侦查环节中达到某种对于证据数量以
及质量的要求时袁就可以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遥 根据我国叶刑事诉讼法曳第 160条
规定院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袁应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袁证据确实尧充分冶遥 侦查终结的要求实
际上也是对侦查环节案件证明的证据总量要求遥 但在侦查程序中袁 对于不同侦查阶段证据数
量的收集程度与案件事实的查证程度并无细化规定遥 由于侦查讯问启动的任意性和侦查讯问
的亲历性袁使得侦查人员对于证据的收集以及案件事实的查证袁人为的聚焦于侦查讯问环节袁
或将前一阶段的查证任务后置于其中袁或将后一阶段才需要的查证任务提前到前一阶段袁导致
了证据量差与查证负担的错位[17]遥 前期侦查活动与侦查讯问之间的证据量差与两者之间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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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负担分配不成比例的实践现状袁不仅不利于侦查活动的开展袁也有侵犯公民权利之虞遥
渊三冤证据体系上院证据印证片面化袁隐蔽性证据成为案件重点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袁印证模式是公检法三机关对于案件判读以及认定案件事实的本

土证明模式遥 而在这种印证模式下获得印证性直接支持证据是证明的关键袁 单一的证据是不
足以证明的袁必须获得更多的具有内含信息同一性的证据来对其进行支持[18]遥 印证模式要求袁
在案件证据体系中证据信息之间不能存在或然性袁 或不可解释的疑点遥 相较于域外的证明模
式而言袁其在形式要件上更为严格袁但这种形式上的严格袁却滋生出一种冶重形式印证袁轻实质
印证野的弊端遥 最为突出的则体现为隐蔽性证据的印证袁隐蔽性证据是指不易为案外人察觉而
通常只有作案人才可能知晓的案情信息袁多为细节性尧间接性证据[19]遥2010年出台的叶死刑案件
证据规定曳中第 34条规定院野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尧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尧书证袁且与
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袁并排除串供尧逼供尧诱供等可能性的袁可以认定有罪冶遥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曳 第 106条规定院野根据被告人
的供述尧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尧书证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
证据相互印证袁并排除串供尧逼供尧诱供等可能性的袁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遥冶隐蔽性证据规则虽
然意在为刑事审判证明提供一种路径袁但实际上其对于侦查工作也有着重大的影响遥 一方面袁
隐蔽性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侦查人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知袁通常情况下侦查人员会理所
当然地认为秘密的暴露能够起到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的作用袁隐蔽性证据对于侦查人员心证
的形成往往高于其他类别证据曰 另一方面隐蔽性证据也影响了侦查环节证据体系的构建袁隐
蔽性证据的强证明性为案件证据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捷径遥 在证据体系构建上对于待证事
实之间证据的内含信息同一性和指向一致性被简单化处理遥

隐蔽性证据体现为物证与供述的印证袁而这种印证实际上是建立在供与证的印证之上遥 侦
查环节中无论是基础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尧深入侦查阶段的证据判读尧终结侦查阶段的证据印
证虽然都以证据为依据袁但隐蔽性证据的出现使得上述环节最终都被简化为以供述为中心的印
证遥 在这种印证模式下袁侦查机关在基础侦查阶段往往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查找而忽视相关证据
的收集袁在获得部分可疑信息或外围证据之后袁就开始强化讯问犯罪嫌疑人袁以期在获得犯罪嫌
疑人的口供之后袁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去寻找其他证据来印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20]遥 而在
侦查终结时袁若在前期环节达成了隐蔽性证据的印证袁对于案件整体证据的审视就缺乏相应的
制度需求遥 这种证据印证模式的片面化加剧了指供的风险袁嫌疑人通过案外途径获取的隐蔽性
证据信息非但无法起到对案件事实的印证作用袁而且会使检察机关尧法院对于案件的错误防治
机制难以发挥效果袁增大了错案的风险袁其存在的定罪风险对于供证模式亦是如此遥

印证这种证明模式对于遏制冤假错案的失位不仅局限于隐蔽性证据印证袁实际上印证的
片面性袁使其在实践操作中也容易出现供述与其他证据一致的事实认定上袁从野沿印求供冶到
野印证一致冶 的取证顺序与取证逻辑很容易使证据体系的可靠性主要建立在犯罪嫌疑人供述
等主观性证据的获取方面[2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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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证据中心视域下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防治路径

目前对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考察虽冠以侦查学之名袁但在整体论证思维以及研究视角
上具有较强的刑事诉讼法色彩袁 表现在于各学者虽对供证模式以及口供中心主义各有论述袁
但在解决路径上大都以规制取证行为以及证据使用为主遥 既有的研究在如何限制证据使用上
提出了颇具见地的理论意见遥 但对侦查工作中如何收集尧排查嫌疑以及寻求证据印证等问题
的探讨却不够充分遥 从侦查学角度来看袁所谓的口供中心主义通常是在前证收集不充分的情
况下袁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做出的不得已选择遥 而对于其规制本应由侦查终结环节通过印证
模式予以完成袁但目前侦查工作中前证收集不足以及印证模式片面化等问题促使了在刑事错
案中刑讯逼供成为常态遥 传统的侦查研究虽然涵盖了侦查工作的基本要素袁但是并未提供一
个内在的逻辑框架袁以便能够据以在任何情况下得出推论袁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22]遥因此袁应
在证据中心视域下在基础侦查尧深入侦查以及侦查终结环节构建刑事错案的防治机制袁在把
握每个阶段侦查活动性质的前提下对于错案防治进行侦查学建构遥

渊一冤基础侦查院重视证据客观化形成机制袁树立多元证据收集观
1.完善证据客观化形成机制袁重视案情的分析研判
证据是侦查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遥 从证据的存在属性上看袁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袁既

存在着潜藏在客观世界中尚未被发现尧收集的野潜在证据冶也有已被侦查人员发现收集的野现
实证据冶遥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袁现实证据往往少于潜在证据袁因为侦查人员不可能发现并收集
全部客观存在的证据[23]遥对于侦查前期活动而言袁如何发现潜在证据以及构建证据客观化形成
机制的基础则落脚于现场勘查工作之中袁而对于既有的现实证据的分析研判则依靠于侦查活
动中的案情分析遥

对于现场勘查而言袁要将立体化的视角引入目前的现场勘查中构建立体化的现场勘查体
系遥 一切证据的来源及其支撑点都在于案件现场袁只有对案件现场正确地认识和理解才能解
释案件的真相遥 目前我国现场勘查工作的规范化水平较低袁现场勘查的基础理念滞后袁收集证
据的能力有待提升遥 而犯罪现场作为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所涉及的遗留有与犯罪有关
的痕迹尧物证及其他证据和犯罪信息的场所[24]遥其承载的信息与证据的发现与判读对于案件性
质尧类型尧犯罪行为人的作案过程的分析尤为重要遥 实际上现场勘查所获得的线索和证据数量
与质量决定了后续侦查活动开展的准确程度与时效性遥 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犯罪现场分析方
法的源头就是对现场涉案信息的感知尧获取和解读[25]遥 而涉案信息并不是单一的物袁其所承载
的信息往往是立体的尧多层次的遥 因此袁应将立体化视角引入现场勘查活动中遥 立体化视角是
指对于犯罪现场从存留证据的野有冶与野无冶尧犯罪痕迹形成的时间尧地点尧异常情况等方面进行
现场信息分析与证据判断遥 主要包括观察方法的立体化尧思维方式的立体化以及知识体系的
立体化遥 在具体构建上袁首先要以刑事案件构成要素为指引袁将一起案件中出现的野物冶与野未
出现的物冶结合起来袁通过对现场信息的感知袁复原现场宏观环节结构尧作案人的临场行为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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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人的临场心理活动遥 在现场勘查的过程及时尧全面尧准确地收集提取证据袁以避免不必要的
遗漏遥 其次袁在人员构成上要做到在勘查人员的立体化袁将刑事侦查人员与刑事技术人员合二
为一袁实现侦勘结合的模式袁构建由现场保护到现场勘查尧现场访问一体化的模式袁进而打破
实践中刑事技术人员和侦查人员工作沟通的壁垒[26]遥

对于案情分析而言袁其重点在于提升案情分析的理论地位袁转化案情分析中抽象内容遥 目
前侦查工作的核心在于发现相关犯罪嫌疑人袁而忽视对于案件事实的分析判断遥 应当在现场
勘查尧调查访问等侦查措施所获取信息的基础上袁建立对于案件事实尧证据尧嫌疑人员的分析
模式袁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尧侦查范围以及所采取的侦查措施遥 当前的侦查活动已经由传统的经
验所构建的隐形知识向侦查技术所引导的显性技术转变袁而案情分析环节却始终缺乏科学的
思维方法以及决策机制袁始终处于黑箱效应之中遥 因此应将案情分析纳入侦查机关办案的流
程中袁在肯定其理论地位的同时制定科学的案件分析流程袁实现案情分析的立体化尧关联化尧
科学化的转变遥 在案情分析的内容上袁目前的案情分析主要内容在对于案件自然事实的分析袁
而较少对案件证据进行分析遥 充满经验认定的自然事实认定自然存在着诸多证明逻辑上跳
跃袁因此应当注重案情分析中对于案件证据的分析袁对相关证据存在与否尧存在的形式是否合
法等问题进行及时的分析研判袁为主观经验推论提供必要的依据遥

2.树立多元化证据收集观念袁确立收集信息型讯问机制
在刑事案件中证据是立体且多元的袁证据的立体性是指证据其本身承载着特定的案件构

成要素袁如时间要素尧空间要素尧人员要素等遥 而证据的多元性则是指证据的表现形式与承载
信息的多元化遥 在侦查工作中侦查所收集的证据应当能达到证明犯罪的具体行为以及犯罪嫌
疑人的个体特征袁为此在基础侦查阶段应广泛收集各种类型的证据袁形成多元化的证据体系遥
但从目前的侦查实践工作来看袁讯问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在证据收集中仍处于关键性地
位遥 与此同时袁侦查机关所采取的讯问模式仍是以发现证据与印证证据为基础的获取证据型
讯问袁这种讯问模式自然导致了在侦查实践工作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成为案件推动的重要力
量遥 而在侦查人员传统认知中袁口供具有定案依据和寻求相关证据线索双重属性袁这也间接导
致了在实践办案中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奉为圭臬遥 现代司法奉行证据裁判原则袁对
于侦查工作而言也应形成证据中心的理念遥 在侦查过程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证据为依据袁
相较于口供的主观性袁遗留于案件现场的痕迹尧物证尧尸体等实物证据往往能够更加精准的反
映案件信息遥 因此袁应使侦查人员树立多元化的证据收集观念遥 在现场勘查阶段袁通过细致勘
验尽可能的发现尧保管既有证据袁并在案情分析尧信息研判确定相关犯罪嫌疑人后开展讯问活
动遥 充分发挥现场勘查与信息研判两项活动的作用袁最大化占有涉案人员的现场内与现场外
两个环节的轨迹信息袁进而为正面接触嫌疑人提供角度与力度上的确定条件袁实现野验证已经
获得的信息与线索冶的讯问目的[13]遥

在讯问模式上应当借鉴国外运行已久的 PEACE 讯问模式袁 将侦查讯问分为计划和准
备要参与和解释要要要叙述尧澄清和质疑要要要结束要要要评估五个阶段袁使侦查讯问的目的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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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据的一元化演变为获取证据与收集信息并存的二元结构遥 在计划和准备阶段袁 应重视讯
问计划的制定遥 通过对目前已有证据的充分分析判断袁形成对于讯问客体的初步分析袁进而通
过讯问进行证据信息之间的印证遥 而在讯问过程中袁 应耐心听取被讯问者关于有罪或无罪的
供述袁分析其中存在的可能性与矛盾点遥 在评估阶段袁则应将讯问所获取的供述与目前证据进
行相关性评估袁判断供述是否合理尧有无客观证据予以佐证遥

渊二冤深入侦查院大数据侦查模式下供证相促的证据运用观念革新
随着信息化尧数据化社会的到来袁实际上以权力为依托袁命令为导向的侦查模式已经不适

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遥 信息化尧大数据侦查成为当前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常规模式袁大数据侦查
所具有高数据密度尧高处理速度尧低相关性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变迁袁也深深地作用于侦查
思维之上遥相较于已发生的刑事错案袁大数据侦查实际上是应对刑事错案的新课题遥对于侦查
工作而言袁在当前信息化的发展过程中信息的数据化使得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因果关系量化为
具体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袁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错纵交织使得在获得关系强度和正负性质的
同时袁丧失了原有的必然性和方向性[27]遥 而在目前的证供模式抑或是供证模式中袁野供冶与野证冶
都表现为直接的因果关系遥 这种一对一的因果认识模式显然无法建构出对信息化侦查或大数
据侦查的认识模型遥 因此袁 无论是证供模式亦或是供证模式实际上都无法应对目前侦查机关
的实践要求袁应该建立以信息流尧数据流为导向的证供相促的侦查模式遥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袁侦查是一个依托侦查措施获取的情况和材料对刑事案件事实尧犯罪嫌
疑人尧犯罪行为的认识过程遥 整体而言袁侦查认识分为事实认识与证据认识两种袁对于事实认识
而言袁其体现为一种相关性的认识袁这种相关性的建立往往是基于侦查人员的办案经验袁其作用
在侦查人员的心证形成袁多为自向证明遥而对于证据认识而言袁证据与证据之间则表现为明确的
因果关系袁这种因果关系也往往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袁多为他向证明遥证供模式与供证模式都是将
供与证视为因果关系袁认为在实践过程不是由供到证就是由证到供遥 在传统的由人到案或由案
到人的案件中袁上述因果关系确实有其理论的合理性遥但随着信息化与数据化的发展袁侦查工作
的展开实际上多数处于一种概率上的相关而非因果的关系之中遥 一方面袁侦查人员对于因果性
证据的重视袁形成了侦查机关对于隐蔽性证据尧口供的倾向性运用袁并以此排斥其他形式证据遥
然而此类证据体系的建立是基于口供真实性的考量袁仍具有或然性曰另一方面袁对于犯罪的证明
来说物证是最基本的证据袁尤其是与被告人具有相关性的物证袁当物证所包含的证据事实与所
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具有联系且联系达到一定程度时袁相关性也逐渐向因果性转化[2]遥 因此袁在大
数据模式下袁侦查模式的转化实际上压缩供证二元论的理论空间袁对于错案的防治应形成直接
证据与间接证据互为补充的证据运用体系袁在以因果关系为内核的证明思维进路中袁注重证据
之间相关性的审查判断遥

与此同时袁 大数据侦查模式的到来也并非意味刑事错案并无生存的空间遥 在大数据背景
下刑事错案也同样有其滋生的空间袁 为此应对可能发生的错误进行提前的制度构建遥 在大数
据侦查模式下侦查机关面临的对象是海量的数据信息袁在这其中真假难辨袁新旧交织遥 而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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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所需要做的通常是前期数据库的建立与筛选以及对后期处理信息判断分析袁 庞杂数据的
处理则交由科学技术完成遥此时数据处理则是在野黑箱冶之中进行的袁侦查人员只能通过预先的
算法设定来控制平衡运算结果遥 貌似客观的数据输入与结论输出实际上也有使黑箱效应扩散
之虞遥 数据的处理一方面受到数据时效性的影响曰 另一方面侦查人员对于数据应用的目的性
趋向也使得一些与案件事实无关的数据影响了侦查人员的确证倾向遥 当经验演变为数据时其
可信度大大被提升袁所形成的错误也更难以被纠正遥 因此应在打破数据壁垒袁建立大数据流动
机制的前提下袁确立以目的为核心的数据收集模式袁以解决信息利用的去语境化趋向[28]遥 而落
实到具体侦查模式构建上袁则应在主观侦查相对方意志尧客观侵犯权益性质及行为必要性上结
合具体实践情况进行模式构建遥

渊三冤侦查终结院改革供证相印模式袁实行综合模式考察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模式表现为印证模式袁其具体体现为袁在刑事诉讼中利用不同证

据内含信息的同一性来证明待证事实[29]遥从形式上看袁不同证据内含信息的一致性能够有效增
强证明结论的准确性遥 但从目前实践表现来看袁 实践中的印证模式仅局限于单一证据之间的
印证袁而并非是理论设想的整体证据体系之间的印证袁这种简单化的印证模式在降低印证准确
性的同时袁也增加了侦查实践中通过刑讯逼供尧诱供来人为形成印证的风险遥 为此应构建综合
的印证考察模式袁 即将供证相印模式转化为侦查环节中证供证的综合印证遥 从证供证的模式
来看袁其基本上形成三组印证关系院前证与供证的印证尧供证与后证的印证尧前证与后证的印
证遥 而事实上侦查阶段的印证相较于审查起诉阶段尧刑事审判阶段较为简单袁对于其野印证环冶
的构建袁若依据目前学者所提及的通过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尧直接事实与间接证据尧间接事实
与间接证据以及经验法则与间接证据所形成的野印证环冶[30]来逐一验证袁实际上是将问题复杂
化袁为侦查环节增添过多证明负担遥侦查环节的证据体系只需达到前证与后证袁供证与后证袁前
证与供证三者互相印证程度就可起到其对于侦查环节防治错案的应然作用遥

1.前证与供证的印证能确定犯罪嫌疑人确认事实
在传统侦查理论中袁侦查权一般情况下应当针对犯罪嫌疑人行使袁犯罪嫌疑人应有的野犯

罪嫌疑冶使侦查权以一种相对精确与受限的方式指向侦查对象袁从而使与犯罪嫌疑人有着一定
区别的普通公民不会受到侦查权的不当滋扰[31]遥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袁一个人一旦被确立为犯
罪嫌疑人将产生两种法律后果袁一方面他将受到广泛的侦查调查与控制袁也就是说他的人身自
由可能被限制或剥夺袁其财产权利也可能受到不利影响曰另一方面袁与这一身份相伴而生的诉
讼权利也随之产生[32]遥由此可见袁犯罪嫌疑人身份的确认与刑事立案程序在证明程度上具有一
致性遥因此袁对于基础侦查而言袁证据收集的目的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袁包括了犯罪嫌疑人的
确认由身份确认与事实确认的两部分构成遥 而基础侦查时袁 侦查人员往往并未掌握足够多的
证据,进而言之即使掌握到部分的证据袁基于案件前期的模糊性证明犯罪发生的证据和证明犯
罪行为系某人实施的证据也尚未出现明显的界定标准遥 因此袁 此时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证明标
准只需达到合理的程度遥所谓野合理冶袁就是指侦查人员根据所了解的事实和情况或者所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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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合理信赖的信息, 足以使一个正常而谨慎的人相信已经发生的刑事案件是犯罪嫌疑对象
所为[32]遥而这种合理程度也应作为前证与供证相互印证的证明程度遥在对已获得的证据之客观
性尧关联性尧合法性进行全面的审查和分析袁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确认环节是否存在疏漏袁是否
产生认知偏差遥 树立以证据为中心的观念袁纠偏目前侦查工作中频繁出现的经验主义引导侦
查工作和锚定性偏差所引发的认知错误遥

2.供证与后证的印证能确定案件侦办方向的正确性
侦查的过程就是自己去找已知条件袁然后把已知条件综合起来去求解遥 掌握已知条件越

多袁侦查就越容易[33]遥 在案件证明过程中单纯的物证只能解决案件事实的点袁而非串联案件
事实的证明链袁因此无论是前证还是后证都需要建立在线性事实中并达到时空的统一袁供证
则发挥着串联前证与后证的重要作用遥 因此在前证与供证相互印证的前提下袁侦查工作实际
上寻求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来进一步搜寻证据袁串联全案遥 而供证与后证的印证是为了证
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袁从而进一步明确犯罪嫌疑人遥 此时的印证仍是以证据为事实认
定的中心袁 将证据的印证分为思维线性与事实线性的统一袁 供证与后证的时空统一两个层
次遥 在保证口供的引导证据收集尧串联证据体系的同时袁通过印证避免口供中心主义的定罪
倾向遥

3.前证与后证的印证能有效预防隐蔽性证据定罪风险
对于隐蔽性证据的风险规制袁从讯问环节入手确保隐蔽性信息不受污染尧保障供述的真

实性袁自愿性固然对于其防治有其理论意义袁但却又使问题回到供述环节遥 错案的历史经验告
诫我们袁盲目重视供述环节既无法有效地规制袁又会使得其在理论研究中将侦查工作视为错
案防治的对立面袁很容易导致侦查环节整体的错案防治演绎为刑讯逼供的防治遥 实际上审讯
压力场的存在使得即使排除了刑讯逼供仍然会有虚假供述的出现袁 也仍然会出现隐蔽性信
息尧隐蔽性证据的印证遥 对于其防治可以通过排除供述的印证袁在前证与后证方面寻求印证遥
在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存在着秘密的暴露与无知的暴露袁隐蔽性信息的暴露属于秘密的暴露
范畴袁即周围没有人知道而只有犯罪嫌疑人知道的秘密袁在自白中暴露出来时袁说明这些内容
真的是犯罪嫌疑人的体验[34]遥对于无知的暴露则体现为当案件中出现关键物证之间的不契合袁
而上述关键物证属于犯罪嫌疑人不应遗忘与错误陈述的袁无知的暴露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隐
蔽性证据印证存在一定问题袁是对其进行查验的印证途径遥

五尧结 语

有罪抑或是无罪袁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客观真实性的问题遥 而刑事错案问题实际上其核心
为袁在发现真实视角下的认知问题袁基本上无涉价值属性的判断与衡量遥 故而在关于刑事错案
成因问题的思考上袁虽然舆论裹挟司法尧运动性执法等现象在部分错案中予以体现袁但其实质
上应处于刑事错案的外部结构成因袁而非本质原因遥 因此袁对于侦查环节刑事错案的思考应回
归于认知层面上遥虽然在秉承怀疑论的学者认为袁真实是一个虚幻且无法达到的事实状态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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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真实的隐蔽性与人类主观认知的有限性却并不能成为刑事错案存在合理性的开脱理由遥
即使我们无法完全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袁但通过从认识层面尧程序层面的改革完善将刑事错
案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袁从而有效地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袁应是目前刑事错案研究中不断追求
的核心目标遥 整体而言袁在刑事错案的演变推进中袁侦查认知错误尧侦查心理偏差尧侦查决策错
误交织其中袁互相关联袁最终形成不可逆的侦查环节刑事错案遥 对于侦查错案的研究于刑事错
案整体而言具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遥 每一起刑事错案都是一个充满侦查错误的样本袁也都是
审视侦查工作的一次契机遥 错案样本所呈现出的特殊性反映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侦查局
限性遥 而错案样本所呈现出的普遍性袁则是隐藏于侦查认知异化尧侦查程序异化尧侦查价值异
化之中的侦查无效性遥 侦查局限性随着刑事技术的更新迭代或许会在未来的刑事错案中鲜有
出现袁但于发现真实无效的侦查行为却并不能依靠刑事技术的发展而予以解决遥 因此袁侦查环
节刑事错案的研究应立足于不同侦查阶段的侦查行为袁 探究具体侦查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尧有
效性袁以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审视侦查取证过程遥 与此同时侦查活动是复杂多样的袁其行
为基础不仅仅是相关法律规定袁大量的经验主义尧社会学知识尧刑事政策都共同影响着侦查活
动的展开遥 而基于侦查环节的错案研究袁应在把握证据核心的基础上延伸扩展袁形成基础侦
查尧深入侦查尧终结侦查阶段不同角度的防治模式袁并最终以不同侦查阶段的关联性基础袁构
建侦查学视角下刑事错案的防治体系遥

注释院
淤主要表现为错案形成的心理偏差袁例如证实偏差尧隧道视野尧信念坚持尧重申效果等遥 在法律事实

认定图景上则认为构造故事与证实渊证伪冤故事两个阶段袁在不同阶段各自迥异的心理偏差与认知错误
最终促使刑事错案的产生遥具体参见唐丰鹤院叶错案是如何产生的钥 要要要基于 61起刑事错案的认知心理
学分析曳载于叶法学家曳2017年 2期曰黄士元院叶正义不会缺席要要要中国刑事错案的成因与纠正曳袁中国法
制出版社 2015年版遥

于关于刑事司法程序视角下的刑事错案研究袁在内部又具体划分为侦查机关尧检察机关以及审判
机关的错案研究袁三种研究虽然在具体视角上不同袁但整体上其都主张对于错案应形成程序上控制遥 具
体参见董坤院叶检察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防治对策曳载于叶中国法学曳2014年 6期曰倪春乐尧吴桐院叶论侦
查环节刑事错案的防治曳载于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曳2017年 4期曰李富成院叶侦查视角下刑事错案探
析曳载于叶中国刑事法杂志曳2014年 6期曰陈敏院叶证据裁判视角下刑事错案的生成与防治曳载于叶法学家曳
2017年 6期遥

盂具体参见渊2014冤粤高法刑四终字第 127号遥
榆具体参见渊2015冤吉刑三终字第 013号遥
虞具体参见渊2013冤浙刑再字第 002号遥
愚具体参见 渊1994冤 荆刑初字第 167号尧渊1998冤 京刑初字第 046号尧渊1998冤 荆刑终字第 082号曰

渊1998冤昆刑初字第 394号尧渊1999冤云高刑一终字第 295号尧渊2000冤云高刑再字第 009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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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System of Misjudged Cases in Investigation Process
MA Fang, WU To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02, China)
Abstract: Finding truth and guaranteeing human rights are always the core objects pursued by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emergence of misjudged cases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cognitive bias brought about by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cognition, but also the consequence caused by pursuing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ore
objects in terms of value. The formation reasons of misjudged ca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should als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two values of finding truth and guaranteeing human
rights in specific cases. Evidence is the objective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facts, and criminal evidence, as
both the discovery attribute and the certification attribute, naturally becomes the focus of misjudged cases
research. For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although it is not at the final stage of the formation of misjudged cases, no
matter how procuratorates review cases or courts conduct cases, the truth of cases and the choice of laws all
depend on the natural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judicial understanding presented by the evidence, which are
form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So investigation activity is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misjudged cases. Under the 野mirror of evidence冶 theory, the factual deviations of the case that
investigators have created only by means of evidence are often the main reasons of misjudged cases. Generally
speak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e cognitive errors of misjudged cases appear in three
forms, including deviation, deduction and solid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misjudged cases, the evidence is regarded as the basis for judicial offices to confirm facts of the case. The lack
of objective evidence on the total amount of evidence and inaccuracy of the single evidence and subjectiv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vidence are the real reasons that finally cause the formation of misjudged cases. The
litigation reform from the 野investigation center冶 to the 野trial center冶 actually requires the investigation agency
to examine the whole proces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野evidence center冶 theor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the evidence for advancing the investigation work and taking investigation
measures. Therefore, the causes of misjudged cas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the 野evidence center冶
principl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vestigative agencies爷 investigation mode.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uses
in misjudged cases which have been publish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causes of error in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and also analyzes the behavioral relationships and factual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se
causes. Based on the periodicity of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misjudged cases
in investig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ct identification model, verification distribution, and evidence system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different sections of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misjudged c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governance of misjudged cases is
transformed from current regulatory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o diversion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stigation. And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fullness of previous evidences, the
legalization of providing evidence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confirming evidences, misjudged cases should be
examined essent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野evidence center冶 principle.

Key words: misjudged cases; causes of misjudged cases; evidence center; the mode of providing evidences;
the mode of confirming evidenc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hidden evidences

82


